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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动荡时期银钱比价变化规律之探析

王 宏 斌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凡是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凡是社会动乱时期，凡是商品经济遭受

严重破坏的市场，伴随着粮价与物价的高涨，清代的流通领域通常会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局部的战争引

起局部钱价暴涨，全局性的战争引起全国性的银价大幅度下跌；同样道理，局部的灾害引起局部的钱价暴涨，

大范围的灾害引起大范围的银价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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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
在市场上，二者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铸币和辅币的
关系。它们之间的比价主要由其金属价格和重量、
成色来决定，有时也受供求关系之影响。在研究银
钱比价波动问题时，我们发现有一个规律，但凡在战
乱时期，但凡在自然灾害时期，流通领域通常会出现
“银贱钱贵”的现象。探索这一规律的成因，对于认
识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一、荒歉时期银价突然下跌的若干事例

在清代，伴随着重大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发生，流
通领域一般会出现“银贱钱贵”的现象。这一流通规
律的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清代的货币运动，而且对
于认识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很有帮助。这里我们先
看一看荒歉年代发生的银价下跌事例。

（一）１６２７年（清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在满
族贵族控制下的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斗米价

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
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一，银三百两；莽缎一，银
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
行劫杀。”［１］（卷三，天聪元年九月戊午条）

《皇清开国方略》也如是说：“（天聪元年六月）戊
午，发帑赈饥。时大饥，斗米价银八两，国中银虽多，
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一，银三百
两；牛一，银百两；莽缎一，银百五十两；布一疋，银九
两。盗贼繁兴，窃马牛，或行劫杀。”［２］（卷十，Ｐ３４）

从上述这两段史料来看，在饥荒时期，“诸物腾
贵”，属于正常现象，可以理解。但“国中银两虽多，
无处贸易，是以银贱”，却是一个很有趣的金融现象。

（二）１７３７年，巡视南城御史王文璇奏报：“近日
京城内外，钱价日昂。”在他看来，京城的钱价昂贵是
由钱少造成的。他说：“臣遍行访察，缘自七月以来，
雨泽过多，民间乏食，争向五城米厂籴买恩发平籴官
米，计八、九两月解入户部买米钱文已至二三万串，



未经发出，民间转运自觉短少，更兼奸商闻有恩旨借
给兵饷，居奇囤积，希图重利，奸牙串通，高抬时价，
以致日渐昂贵。”［３］王文璇知其一不知其二，钱商囤
积居奇是假象。真实的原因在于，在自然灾害的袭
击下，由于商品供应突然断绝，日常小额贸易发生严
重问题，在这一领域作为媒介的制钱无法迅速完成
周转，流通频率随之发生问题，一下子紧张起来。市
场上之所以产生制钱缺乏的现象，这是关键的问题。
至于钱商囤积居奇，有意抬高市价，那也是他们利用
了制钱供应紧张的局面，无非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而已。

（三）１７４９年（乾隆十四年），漕运总督瑚宝认
为，长期以来各省“银贱钱贵”，主要是民间制钱数量
太少造成的，而制钱之所以减少则是奸徒毁钱的结
果。“欲杜盗销之源，必杜毁钱之利”。为此，他建
议：“请仿照以一当二之法，将钱文铸重一钱六分，并
于钱文内铸明二厘字样，则每钱百文止重一斤，毁之
仅 值 银 二 钱，不 惟 无 利，而 反 折 钱 四 十
文。”［４］（卷三四一，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条）这种把铜钱作为辅币，
其价值与银两直接挂钩的主张，已经接近于西方银
本位制思想，在货币史上很有价值。
乾隆皇帝接到瑚宝的奏折后，认为他的建议

“是欲杜盗销之一弊，而更滋盗铸、盗销之二弊”，拒
绝采纳。在乾隆皇帝看来，“钱价时有低昂，此亦与
年丰相为赢缩。当时和年丰，百昌滋殖，物阜直贱，
钱价自平。至立法之减轻、加重，当十、当百，皆前此
所讲论。一法行而诸弊起。但经置议，民间即受钱
贵之累，不如以不治治之。”［４］（卷三四一，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条）

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弘历与瑚宝的主张孰是孰

非，需要关注的则是乾隆皇帝把钱价的高低与粮食
的丰歉收成相联系。“当时和年丰，百昌滋殖，物阜
直贱，钱价自平”。推而言之，在灾害之年，粮食歉
收，物价飞涨，钱价必定昂贵。当年的乾隆皇帝已经
明确意识到自然灾害与钱价波动关系密切。只要出
现天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钱价就会昂贵，这是一
个关于规律性的认识。这一结论与下文所述林则徐
关于“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的认识完全
一致。

（四）１７７１年秋天，直隶省近京各州县出现水
灾，河水冲毁大量农舍和庄稼，旋即出现“钱价腾贵”
的局面。由于需要修理河堤，工部划拨白银五十万
两。为此，工部尚书裘曰修奏请将其中一部分在京
师换成制钱，带往灾区［５］。

（五）１８０１年７月，“京师大雨，西北诸山水下

注，永定河骤涨，冲决堤岸，淹没村舍和庄稼。这场
水灾似乎相当严重，直隶省被灾州县达到１２３个，其
中较重的州县有香河、霸州等３５县。由于永定河靠
近首都，必须尽快堵住决口，广储司立即划拨２　０００
两，作为抢险工钱。“因钱价昂贵，每两合制钱九百
六十八文，共合制钱一千九百三十六串。”［６］（卷二，Ｐ２３９）

而在此两年前，每两银价尚在一千二百文左右［７］。
（六）１８０２ 年，京 师 “银 价 日 贱，钱 价 日

增”［８］（卷九十九，嘉庆七年六月丁卯条）。给事中鲁兰枝认为，这
是当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本年麦收不足六七分
之数”；“物价倍之又倍，物力艰且益艰”。为此，他以
节约靡费为由，奏报嘉庆皇帝，请求停止本年木兰围
猎之行。嘉庆皇帝认为钱价昂贵，既与“国家生齿日
繁，物力艰难”有关，又与镇压白莲教，“所发内帑过
多”有关，也与自然灾害有关，因此拒绝纳谏。理由
是木兰行围是国家大典，寓意深远，不能因为粮食歉
收，钱价昂贵而停止。何况即使停止木兰行围，也改
变不了歉收局面。“固不因行围而物价顿增，亦岂因
停围而遽能平减耶！”“言官之言必当听，若不经之瞽
说，朕亦不肯沽纳谏贤主之名，听而用之耶。”此处，
我们对于君臣二人的主张不必给予是非评判，需要
关注的是，二人都认为自然灾害与“银价日贱，钱价
日增”有密切关系①。

（七）１８０３年（嘉庆八年），河南每两白银只能兑
换“七百二三十文”，这样的银价要比其他省区低得
多，很不正常。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得知，河南当年
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双重破坏，既遭受了白莲教起义
产生的政治动荡的冲击，又受到了当年夏天旱灾、蝗
灾和黄河漫溢的严重影响。是年春天，旱魃袭击河
南，大面积缺少雨水，夏粮歉收。然而，祸不单行，接
着又遭受蝗灾。夏天，蝗虫在江苏沿海地方迅速孳
生，而后迅速向周边省区飞行，豫东也受重灾。据河
南巡抚马慧裕奏报，蝗虫自考城东北一带入境，飞向
豫东虞城、商丘、宁陵、睢州、兰阳、陈留、祥符等处地
方，又造成八州县粮食歉收。［８］（卷一百十五，嘉庆八年六月壬辰条）

秋天，又遭黄河水灾。１０月２４日（九月初九日），大
雨昼夜不停，河水陡涨，卫粮厅属衡家楼地方南岸忽
生滩嘴，挺入河心，将全河大溜逼向北岸，冲刷河堤。

２７日夜间风雨大作，溜势益猛，河堤告急，派人抢
修。２７日下午，正在抢修之际，堤身突然倾倒，登时
过水三十余丈，由于地势建瓴，东西两岸冲刷，漫口
逐渐扩大至一百八十余丈，河水大溜途径长垣，侵及
直隶、山东，淹没大量房屋和田地，并于张秋横穿运
河，东趋盐河，至利津入海。［８］（卷一百二十一，嘉庆八年九月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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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条）水灾发生后，嘉庆皇帝立即颁发谕旨，免去嵇
承志河南巡抚职务，令马慧裕接任，全力整顿河务。
正是这一连串灾难，使河南经济遭受重创，钱价陡
长。“自衡工漫口以后，省城钱价骤昂，每银一两不
过易钱七百二三十文。”［９］由于钱价昂贵，官府拨付

２５万两白银抢修险工，如果兑换成制钱发放土方工
钱，钱数势必大减，担心民工滋事。河南巡抚马慧裕
奏请适当提高银价，按照水灾发生之前的银价（８５０
文）发放引河民工工钱，得到皇帝批准。

（八）１８４１年８月，开封银价在水灾之前通常是
一千六七百文。８月２日（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
封附近决口，大水很快包围了开封城。二天后开封
“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
时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价增一倍，蔬菜全
无，城市几于罢市”。５天后，银价“愈降愈下，甚至
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
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一个月后，
开封府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问题，不得不专门设
局征收制钱，试图缓解“银贱钱贵”的金融恐慌［１０］。

（九）１８４６年８月，林则徐被调到陕西当巡抚。
这位在鸦片战争时期曾经认为“银贵钱贱”由于鸦片
偷漏白银，并力主严禁鸦片，积极领导抗英斗争的伟
大爱国者，在到达西安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
可思议的问题。他说：“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
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
间，每两仅换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五
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
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且当陕省银贱之
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
图获利者。”［１１］（奏稿下，Ｐ４９２）仅仅由于粮食歉收，就能导
致银价在几个月内“顿减五百余文之多”，并且还是
一种必然的规律———“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
跌落”。

（十）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５日（咸丰元年八月二十
日），在徐州丰县三堡以上处所黄河首先出现漫水，
转致堤身坐蛰，很快刷宽至四五十丈，接着漫口迅速
扩大至一百八十五丈，河水均由三堡决口漫溢而出，
掣 动 大 溜，分 作 两 股，奔 涌 入 海。［１２］（卷四十一，
咸丰元年闰八月甲午条）此次，黄河决口对于丰县、沛县等处
造成严重损失。为了尽快堵住决口，两江总督拨银
四百万两，准备动员数十万民工，以工代赈。此前，
苏北每两银价在二千三四百文，黄河决口之后迅速
跌至一千五六百文。两江总督陆建瀛意识到民工需
要的是制钱，而钱价增昂，不利于发放工钱。“目下

每银一两仅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雇役夫料皆须用
钱，似此情形，是四百万两只当三百万之用。更恐市
侩居奇，益形亏短。则平钱价，尤为急务。”［１３］他还
在奏折中明确指出，“向来兴举大工，往往银价骤落，
钱价骤长。”于此可见，凡是黄河出现决口，需要兴举
大工，必定会出现“银价骤落，钱价骤长”的现象，这
是一种定律。

（十一）１８７６年（光绪二年），一场特大旱灾开始
袭击华北地区。此次大旱不仅时间长，而且范围大，
后果特别严重。从１８７６年开始出现旱象，到１８７９
年解除，旱灾持续了将近四年；重点受灾区是山西、
河南、陕西、直隶和山东等五省，同时波及到苏北、皖
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旱灾导致农田大面积绝收，
寸草不生，饥饿人群无处逃生，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
以上！此次大旱以１８７７年、１８７８年两年最为严重，
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
之为“丁戊奇荒”。又因为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
又称其为“晋豫奇荒”。在旱魃肆虐时期，商贾阻滞，
贸易不通，市廛一派萧索，出现奇怪现象，“银价骤
坠，银贱物贵”［１４］。“钱市不敢多收银，典肆不敢多
典物”。人们的求生欲望胜过一切，在饥饿的逼迫
下，各种奇异的现象随处发生，见怪不怪。
上述事件显然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看似缺乏

联系，内中却隐藏着一个定律：凡是遭受严重自然灾
害袭击的地区，凡是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市场，
伴随着粮价与物价的高涨，流通领域通常会发生“银
贱钱贵”的现象。无论是乾隆皇帝所说的“钱价时有
低昂，此亦与年丰相为赢缩”，还是林则徐所说的“岁
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还是陆建瀛所说的“向
来兴举大工，往往银价骤落，钱价骤长”，这些说法绝
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尽管表达方法有所不同，却都
是关于灾荒时期发生“银贱钱贵”流通现象的归纳和
概括。
仔细观察上述灾荒事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事

例的“银钱钱贵”都是突然发生的，并且都是在当地
货币数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１８０３
年，黄河在衡家楼漫口，河南省城开封钱价骤昂，每
银一两不过易钱七百二三十文。１８４１年８月黄河
在开封附近决口，大水很快包围了省城，开封城内突
发的银贱钱贵，显然没有受到银两与制钱运出运入
的影响。１８４６年８月，陕西发生“银贱钱贵”之后，
林则徐为此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却是“未闻有市侩
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１８５１年，黄河在徐州
丰县的决口也是这样，黄河决口之后每两银价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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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三四百文迅速跌至一千五六百文。在其余事例
中，当“银贱钱贵”发生时，货币数量究竟有无改变，
难以判断。
历史的记录是后人对于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

悟，无论这种观察角度多么全面，无论这种体悟多么
深刻，由于事物复杂性的限制，由于主观因素的限
制，任何人对历史事件的观察都难以做到面面俱到，
任何人对于事物本质的体悟都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

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的记录都是不完整的。
关于荒歉时期的银钱比价波动情况也是这样，大量
的荒灾记录，却很少涉及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变化。
我们所列举的这些资料显然只是冰山的一角，要得
到确切的答案，还需要更丰富的资料和证据。检验
我们的理论前提，看看是否隐藏着未经证实的先验
的假设，乃是当今社会科学首先考虑的一个程序。
笔者对于灾歉时期银价变化的各种情况非常留意，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相反的记录。
现在的问题是，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为什么不

是充当价值尺度的银两与制钱同时购买力减低？为

什么单单是白银贬值，而制钱反而要升值呢？

二、战乱时期银价下落的事例

仔细观察有清一代银钱比价的变化，可以发现，
每当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大动荡之时，物价开始暴涨，
随之发生短暂的银价腾贵的现象；但是，随着战争的
持续进行，卷入战争的地区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银钱比价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紧随着银价腾
贵，便是银价的持续大幅度下跌。银价下跌，钱价上
涨的幅度之大，一般会大大高于战争爆发之前的水
平。这与自然灾害袭击下局部地区发生的“银贱钱
贵”现象一样，也是一种规律。

（一）“三藩之乱”时期的银价暴跌。此次银价变
化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是暴跌。１６７３年（康熙十
二年），银价暴涨至３　０００余文，而后是持续不断地
下跌，到１６８４年（康熙二十二年）下跌至每两换钱

８５０文，“定例每钱一串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
八九百文不等”［１５］（卷一百十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丙寅条）。而后徘
徊在８００～９００文之间，“官钱每千几值纹银一两二
钱矣”［１６］（卷七，Ｐ１９５）。直到１６９１年，银价才再次出现大
幅度增长，前后持续了１６年。这是清朝的第一个所
谓“银贱钱贵”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银钱比价波动情况，清初文人叶

梦珠曾经分析指出：“四月，闻八闽之变，三吴钱价顿
减，初犹五六钱一千，后直递减至三钱。积钱之家，

坐而日困，典铺尤甚。有司严禁曲喻之而不可挽。
十五年以后，封疆渐宁，钱价以次渐长。十七八年之
间，每千价银又兑至八钱七八分及九钱二三分，几乎
厘钱矣。”［１６］（卷七，Ｐ１９５）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
变化与“三藩之乱”有密切关系。银价在三吴地区的
暴涨和暴跌是“八闽之变”的结果，银价在后来渐趋
稳定也是“封疆渐宁”的结果。这种看法虽然只是直
观的描述，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辨，然而却很有道理，
因为它触及了流通领域的一个规律性问题。

（二）１７４６年（乾隆十一年），陕西巡抚陈弘谋奏
报说：“陕西钱价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近
则只易钱七百二三十 文，其昂贵为 历 年 所 未
有。”［１７］（卷五十三，Ｐ２７）然而这并非是该省银价的最低点，
两年后，“西安省城每银一两止换钱六百十余文，各
省未有如此贵价者”［１８］。西安此次银价下跌，钱价
增昂，既是由于四川大规模用兵，又是由于历年“陕
省积歉”造成的。１７４７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本
起兵反抗，清廷派遣重兵前往镇压，大兵经过陕西，
该省供役浩繁，政治动荡，加之自然灾害袭击，连年
歉收，市场混乱，“钱价之昂为历来所未有”［１９］。为
了平抑钱价，陕西巡抚将２　８８０串钱文立即投入市
场，“省城有此钱文易银，市价日渐平减。上年冬内
每银一两易钱六百余十文，今则每银一两易钱七百
余十文。”［１９］经过官方干预，陕西省的银价仍然没有
恢复到“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的水平上。

（三）乾隆初期，大小和卓木相继在新疆发动叛
乱，战火燃烧至甘肃一带。１７５４年（乾隆十九年），
清廷派遣军队平叛，历时七年之久，打败叛军，活捉
大小和卓木，天山南北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战前，西
北各省每两银价大都在８００～９００文之间，“甘肃一
带，向因钱少，价本昂贵”。战乱发生后，“钱价益见
昂贵，每银一两仅易钱六百文”［２０］。战争时期，西北
一带经济破败不堪。“甘肃地方连年办理军需，以致
兰、凉、甘、肃一带钱价昂贵……每银一两易钱六百
七八十文至七百四五十文不等。”１７５９年，兰州一带
又遭受旱灾袭击，在战争与灾害双重打击下，经济再
度遭受重创，钱价高腾，“每银一两仅易钱五百七八
十文至六百二三十文不等”［２１］。这是清代历史上极
为罕见的银价最低点，钱价最高点。

（四）乾隆后期，天地会活动比较活跃，清廷视其
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天地会众被逼无奈，只好
起兵反抗。１７８６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台湾
率众起义，攻克彰化，建立政权，年号天顺。天地会
众庄大田在凤山起义响应。清廷派出大批军队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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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当时，清军在台湾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钱价
增昂”。１７８７年１２月７日，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
说：“台湾自用兵以来，车运军装夫脚并给发义勇口
粮，在在需用钱文，以致钱价增昂，即内地亦有日增
之势，恐将来逐渐增昂，于民用官需均有窒碍，不可
不急筹调剂。”［４］（卷一千二百九十一，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壬戌条）为此，
他请求朝廷敕令浙江、江苏两省各借拨制钱十万串，
尽快解送福建，以济要需。１７８８年春天，浙江解送
的第二批制钱五万串尚未运到，闽浙总督李侍尧已
奏报，“军务已经告竣，闽省钱价已平。”关于此次台
湾战乱的钱价增昂幅度有多大，在奏报中没有提及
确切的数目。

（五）乾嘉之际，在华北市场上，白银一两通常可
以兑换制钱一千三四百文，清廷为此采取了许多措
施，试图将银钱比价维持在白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
文的水平上，然而很难奏效。１７９６年（嘉庆元年）春
天，白莲教起义烈火迅速蔓延，清廷闻讯立即调动大
批军队前往镇压。这场战争历时九年之久，战争波
及川、楚、陕、豫、甘等省２０４个州县，清军副将以下
将弁被击毙４００余名，提镇等武职大员２０余名被
杀。战乱使中国的商品经济遭受重创，长江上游地
区满目萧条。随着时间的推移，银价一步步下跌。
到１７９９年，西安府，“库平每纹银一两换钱自一千五
十文至一千一百二十文”［２２］；受此影响，京师的银价
也大幅度下跌。“近来市价较昂，四月以前每库平纹
银一两易制钱九百二三十文不等，现在时价库纹一
两易钱八百九十余文至九百一二十文不等。”［２３］

战争时期，清廷从１６个省征调了大批军队，耗
费军饷２亿两，相当于４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据《清
高宗实录》记载：国库存银之多，空前绝后。康熙中
年，国库存银已经很多，四十五年、四十八年有银

５　０００余万两，超过前代。雍正七年八年，库银有

６　０００余万两，又超过了前代。乾隆时期，国库存银
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持续稳定。乾隆三十七年，户部
银库存银多至８　０００余万，超过了雍正朝，前代各君
更加无法与之比较。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库银有

８　０００余万两；四十一年十月，部库存银６　０００余万
两；四十二年正月，库银还有７　０００余万两；四十六年
八月，库银有７　０００余万两；四十九年八月，库银

７　０００余万两；五十一年闰七月，７　０００余万两；六十
年，７　０００余万两。与此同时，“各省藩库，积存充
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库存银，也非常多。乾隆二
十八年，广东藩库的“田房税契银两”积至１２０余万
两之多。三十六年，陕西藩库贮存之银“现有四百三

十三万三千余两”。四十七年，浙江藩库存银１０１万
余两。四十九年，河南藩库存银２５０余万两，甘肃有

４７０余万两。五十年，山东藩库有银３９６万余两。
正是由于乾隆时期国库、藩库贮藏的白银数量巨大，
使嘉庆皇帝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可以通过军饷的
支出，向社会大规模投放白银。
短短几年间，川、楚、陕、甘、豫五省的市场上突

然增加了２亿两白银，必然对各种物价造成影响，对
于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造成相应影响。不过，这只
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动荡时期，在商品市场受到
扰乱的地方，货币运动与和平时期不同，制钱的价格
将有所增昂。有许多例证，可以互相佐证。

（六）１８２６年（道光六年），张格尔带领叛匪，进
犯阿图什，煽动当地群众叛乱。新任喀什噶尔参赞
大臣庆祥派遣军队进击，驱逐叛军。张格尔勾结浩
罕，请兵一万余人攻打喀什噶尔，城破，庆祥自杀，南
疆告急。道光皇帝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和
四川五省３万清军前往平叛。１８２７年，彻底击垮叛
军，捕获张格尔，收复南疆等失地。此次战争，历时
两年，战乱波及地区，经济破败，市场混乱。库尔喀
喇乌苏领队大臣常格奏报说：“回疆自去年军兴以
来，银价渐贱，钱价渐贵，兵丁所关，银两换钱无多，
当差日形拮据。且街市普钱缺乏，商贾亦苦于不能
流通。”［２４］

（七）１８３２年１１月３日（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
一日），天地会会众张丙、黄城、陈办、陈连等人在台
湾再次发动起义，分别逼近嘉义、彰化等处。清廷一
面下令驻台军队全力镇压，一面派遣瑚松额率领厦
门清军迅速渡台督剿，同时还调集河南和陕西清军，
开赴台湾。最后，张丙等人被擒杀，天地会起义再次
失败。此次战乱持续三月之久，导致嘉义、彰化等地
经济遭受重创。［２５］（卷二百二十八，道光十二年十二月辛未条）据参与
镇压天地会起义的周凯记载，１８３３年，“六月，奉程
制军（程祖洛）调署台湾道事。七月七日，任事。十
月二十日卸事。在任百余日，搜获余匪，斩枭凌迟者
八十余人，中间小乱三，倶即扑灭。十月初，钱价一
日顿长三倍，四远居民，纷纷搬移入城，谣言蜂起，不
知所自”［２６］。在战乱高峰期，“钱价一日顿长三倍。”
这种极为反常的金融现象，显然不能用制钱数量的
增加和减少来解释。

（八）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
争，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存在的。１８３９年，远
离战场的直隶银钱比价已经达到１　６７９文，战争打响
后，该地银钱比价逐渐下跌，１８４０年，每两白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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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制钱１　６４４文；１８４１年，只能换到１　５４７文；１８４２
年，所换制钱不过１　５７２文。［２７］（Ｐ３６）京师的银钱比价
发生的变化更大，“即以道光二十年论，都中银价每
两换制钱一千三百文”［２８］。浙江的银钱比价变化也
很大，１８４１年，有人奏报说：“上年冬间，商贾用银较
多，骤长至一千六百文。幸为日不久，旋即减落。本
年二月以后，又渐长至一千五百七十文，迄今未见减
贱。”［２９］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在沿海沿江等局
部地区进行，时间短暂，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
有限。

（九）太平军与捻军起义时期的银价暴跌。１８５４
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的银价上涨到２　５００－２　６００文，
或２　７００－２　８００文，有的省甚至高达３　０００文② ［２９］。
这完全符合人们关于“咸丰三四年而极”的说法。然
而这种情况从１８５５年突然发生变化，银价大幅度跌
落，江浙地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银价下跌到

１　１００文③，与该地区最高年度（１８５３年）的２　６００文
相比，下降了１　４００－１　５００文；１８５４年湖南的银价是

２　６００文，１８５６ 年 湖 南 的 银 价 下 跌 到 １　６００
文［３０］（卷八，Ｐ７０），短短两年时间就相差１　０００文；其他省
区大抵如此。所以，全国银价在１８５８年以后１０年
间，大致都保持在１　４００文上下④，与１８５４年相差

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文，银价下跌率约为３８％－４２％。在
短短几年时间内，银价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下跌，实
在令人感到吃惊。

（十）中日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时的钱价昂
贵。１８７４年以后，欧美各国相继实行金本位制，白
银被抛向世界市场。中国的金融领域受到世界银价
下跌影响，银价一路缓缓下跌，到１８９４年，每两白银
只能兑换一千三四百文。甲午战争爆发后，开始快
速下跌，到１９０１年初华北与江南地区的每两银价只
有一千数十文。例如，京城“元宝银一两合小制钱一
千一百一十八文，俸禄银一两合小制钱一千零九十
六文”［３１］。因为这一时期的制钱重量只有五六分，
两枚不及乾隆、嘉庆制钱一枚之重，一千余文的重量
不及乾隆、嘉庆五百文的重量。“而物价一切腾贵，
官民交困，于是为极。”“近年物贵钱荒，直省几同一
辙”［３２］（下册，Ｐ８５１）。这种情况持续到１９０５年以后才得
以缓解。
纵观上述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战乱时

期，在流通领域就会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这个
道理，如同自然灾害时期发生“银贱钱贵”现象一样，
都是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混乱，商品经济遭受重创，市
场萧条，导致钱价相对增昂，银价相对跌落。不过，

这种因突发事变引起的银钱比价变化往往是暂时

的，通常是局部的，也是可以调剂的。
后人关于战乱时期的银钱比价记录仍然是不完

备的，而与荒歉时期的记录相比，相对好一些。上述
事例显示，比较大的战乱事件都留下了这方面的记
录，尽管这些记录是不经意的和不够详尽的。因此，
我们认为，战乱时期流通领域必定发生“银贱钱贵”
现象，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定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
认识这一定律的真相。

三、特殊时期的银钱比价波动原因

在自然灾害肆虐时期，在政治动荡时期，清代货
币流通领域为什么会发生银价暴跌钱价暴涨的现

象？这是清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吗？当我们阅读欧洲

经济学著作时，看到类似的现象也在英国出现了。
英国商业家杰科布（Ｊａｃｏｂ，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

１８５１年）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他在研究金属
货币的流通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定律：“在动荡不
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
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
饰。”［３３］马克思在对欧洲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对
于杰科布的这一观点曾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援引
杰科布的观点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他说：
“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和平时期，以金银货
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
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看
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
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１８２９年，
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２∶１，而在整个欧
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
式存在的贵金属多１／４。”［３４］（Ｐ１２５～１２６）

在和平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相对安定和商
品经济繁荣，人们总是努力积累贵金属，以便购买高
昂的奢侈品，如豪华的房屋和设备、金属器皿和首
饰。为了防备意外的事故给人们的突然打击，还要
大量贮藏贵金属（金银首饰也是贮藏的美学形式），
这种作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中国和印度等地）中盛
行；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时期，在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
器皿变成货币，将深深埋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换取
救命的粮食和招募兵员，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
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
这是杰科布在英国观察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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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上述，在灾荒和战乱年代的中国，贮藏的白
银大量加入流通渠道。问题是在同一时期制钱的数
量为什么不是同时增加，而是感到明显不足？清代
中国实行的是银两与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二者的
比价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为什么会反复
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呢？这个答案只能在中国社
会经济内部来寻找。
在清代，制钱由于价值较低，已经失去了窖藏的

职能，主要在零售商品市场上扮演媒介角色。在战
乱与灾害发生时，社会对制钱的需求不但不会因战
争与自然灾害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
制钱的流通次数突然减少，便会显得不足。社会对
它的需求随着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自然灾害的
程度而增长。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车轮，商品也是货
币流通的车轮，由于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货币运
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战争和自
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制钱的不同需

求，从而影响了二者的比率。
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不但决定于投入流通

的商品价格，而且还决定于货币周转的速度。货币
的周转既不是由一个中心点出发，也不是由周围的
一切点复归于一个中心点。而是从无限众多的点上
出发，又复归于无限众多的点上。流通手段的速度
因此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代替流通媒介的数量。同一
数量的货币不论速度如何，只能陆续地完成一系列
的支付。因此，流通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数
量始终处在流通之中，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很难计
算，也很难把握。这只能根据商人们交换商品时的
感觉。
凡是饥荒时期，凡是战乱年代，流通领域必定发

生“银贱钱贵”，这是一种规律。几乎无一例外，非常
值得重视。供求关系紧张对于特殊时期的银钱比价
的影响有多大，这要看经济破坏的程度和时间的长
短。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生活破坏程度越深，钱价上
涨幅度越大；经济萧条范围越大，时间越长，银价下
跌幅度越大。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发生在局部地
区，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局部的；如果战乱和自
然灾害是大范围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大范
围的，甚至是全国性的；如果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
是暂时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如果战
乱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是持久的，对于银钱比价的影
响也是持久的⑤。战争与自然灾害对于银钱比价的
影响是基本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在战乱初期，在
政治动荡的初期，银钱比价的变化，可能不直接表现

为“银贱钱贵”，反而是反常的“银贵钱贱”，银价大幅
度提高，这主要是在金融机构大量挤兑银两造成的。
后来才是银价持续下跌，钱价大幅度上涨。哲学家
提醒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小心翼翼，既要关注
问题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又要注意其特殊性。
现在，我们来重点观察咸丰同治时期的银钱比

价变化情况。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军占领安庆的消息
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一场金融恐慌，导致银价大幅度
跌落。３月２５日御史陈庆镛上奏指出：“窃贼匪自
武昌窜入安庆，京中民心纷纷，日甚一日。……自二
月初间，内外城银铺关罢者，每日有五六号或十余号
不等，及今日有罢至四五十号。查银价数日前，每两
换制钱二千一二百文，继则每两换制钱一千六七百
文，日内止换一千余文。甚至有银无处可换。……
至于油米杂铺，价值也一时昂贵，旦夕顿异，万姓骇
然。”［３２］（上册，Ｐ３４２）同日，礼部尚书奕湘、左副都御史文
瑞等人也纷纷上奏，说十余日来，钱铺不断关闭，在

３月２４日这一天关闭的钱铺有二百余家，主要原因
是银票和银子的持有者“昼夜填街塞巷”，兑换制钱，
支取银钱，钱铺措办不及遂致关闭。因而出现了“银
价顿贱，军民无钱可换，市井日用突然不便”的慌乱
局面。政治不安定引起金融恐慌，在十几天内银价
顿落一千一二百文，这就是战争的威力。

１８５３年，太平军连续攻克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
武汉、安庆、南京，这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是威力强大
的震源，极大地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政治最敏感
的北京城的金融恐慌随之发生，银价大幅度跌落。
但由于这一年，清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费，不顾
一切后果地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使暂时中落的银
价又迅速回升。１８５４年，全国“银贵钱贱”达到极
点。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全国性的各族人民大起
义所产生的政治震荡波及全国各地，清王朝统治大
厦忽喇喇作响，这必然导致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出现。
江浙地区银钱市价之比，历来在２　０００文以上，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突然大幅度跌落至１　１００文，正是由
于这一地区所感受到的政治震波最为强烈所致。
咸丰同治时期，全国性的银价大跌落，只能用农

民与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殊死搏斗引起的政治大

动荡来理解⑥。由于政治的动荡，究竟有多少贵金
属（这里主要指的是白银），突然加入流通之渠，很难
估计，但是这一点是可以推想的。为了筹集军费，清
政府卖官鬻爵，强制在各地推行“捐输”，遍及各个角
落，这个数额不能低估；各地官绅为举办团练，保护
他们的产业，召募乡勇肯定会从深埋的银窖中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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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巨大的银两来；还有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将平时
珍藏的金银首饰和器皿变成货币来使用。大量的银
器和银两突然加入流通，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相应变化。这是咸丰同治时期
银价下落的直接原因。
咸丰同治时期的银价下落，除了上述政治动荡

直接引起的银钱兑换风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比率变

化外，还有一个比较间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深刻的
原因，就是商品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后，社会对贵金属
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货币运动是商品经济
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社会对贵金属需求的增
强，在货币流通领域中会产生贵金属排挤不太贵重
金属的现象。当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后，社会对
贵金属的需求也会相对减低。因此，我们必须进一
步考察太平天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情况。
战时，商品经济遭受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就时

间上讲，双方激战与厘金制的推行，造成的商业萧条
直到１８７１年左右一些省区尚未复苏；从商品经济遭
受破坏的区域看，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向来商业繁荣
的江浙地区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些边远省区（例如贵
州、甘肃、福建等地）也未能幸免；就程度而论，全国
大的商业活动区域大都陷于停滞状态，满目萧条，百
货雍滞，商路梗阻，货乏行销之地，持银入市无物可
买，“四民失其恒业”。历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
苏，“军兴以来，江路梗阻，川、楚、江、皖等省商贾率
皆裹足。……是以大宗货载到（浒墅）关，甚属寥
寥”［３５］。浙江也是这样，“大宗商贩裹足不前，即土
产湖丝，亦因各路绸缎滞销，机多歇业，运到杭关者，
甚属寥寥”［３６］。战乱之后的甘肃，所在糜烂，“以致
行商绝迹……野无夫宿之所，货乏行销之地，商视甘
肃已为畏途。……至于甘肃口外物产，如皮货水烟
等项，均属大宗。今其地既残破，富者挈资远去，贫
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３７］。四
川也是这样，“自粤匪倡乱以后，四处蔓延，江、浙、
闽、广各商率皆闻风裹足。……大江南北道路阻隔，
货船几至绝迹”［３８］。其他省区的商业破坏同样是十
分严重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胪举。

嘉庆初年的战乱也是这样，在镇压白莲教起义
过程中，清廷耗费军饷２亿两，相当于４年的全国财
政收入，有案可稽。此外，为了动员兵力，躲避战乱，
交换生活必需品，民间贮藏的贵金属也会大量进入
流通之渠。相反，制钱作为在零售市场上的交换媒
介，平时由于流通频率较高，不会感到紧张，一旦遭
受战乱影响和自然灾害袭击，商品市场紊乱，商业出
现萧条局面，制钱的流通速度立即受到严重影响，供
求关系立即出现紧张局面，钱价因此增昂，银价相应
跌落。
局部的战争引起局部钱价暴涨，全局性的战争

引起全国性的银价大幅度下跌。１７４７年的金川起
义、１７５４年大小和卓木的叛乱、１７８７年的台湾天地
会起义、１８２６年的张格尔叛乱、１８３２年台湾天地会
的再次起义，１８４１年的中英战争，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
争和１９００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均属于局部战争。一
般来说，银价下跌幅度，钱价上涨幅度有限，随着社
会局面的稳定，国家机关调剂措施的落实，银钱比价
很快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康熙时期的“三藩之
乱”、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咸丰同治时期的太平
天国、捻军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属于全国性的政
治大动荡，对于社会经济影响巨大，因此在这三个时
期出现了全国性的银价暴跌和钱价上涨。
同样道理，局部的灾害引起局部的钱价暴涨，大

范围的灾害引起大范围的银价下跌。自然灾害时有
发生，旱涝方式年年不同，受灾地区广狭有别，银钱
比价的波动也随时发生变化。清代没有全国性的大
灾害，也就没有全国性的大影响，自然灾害造成的
“银贱钱贵”通常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也是可以调
剂的。
总之，在战乱与灾歉年代，必定发生“银贱钱贵”

现象，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定律。要彻底揭示这些
已经被尘封的历史，还需要继续探索。这些只是笔
者对于上述事例的归纳和分析。由于个人阅读范围
毕竟有限，我们期待着新的事例被继续发现，当然也
欢迎反证资料的出现，真诚地期望这一定律得到进
一步证实、限定和修正，或者是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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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到１８０３年，在京师的金融市场上，钱价仍然居高不下，“元宝银

一两合制钱九百零十七文；俸禄银一两合制钱九百零九文。”

《呈京城嘉庆八年粮价钱价清单》，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１９０８

－０４７。

②　咸丰四年陕西银钱比价为每两白银可以兑换３　０００文制钱，河

南为２　７００－３　０００文，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

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１辑，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版，第

１８３页。

③　１８５７年江浙一带比价为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文，见席裕福、沈师徐编

《皇朝政典类纂》，上海图书集成局１９０２年版，钱市４，第１１页。

④　１８６８年京师的银钱比价是“每银一两合制钱一千二百文”。

（《清会典》卷２２０）大致恢复到乾嘉时期的水平。尔后开始上

涨，“以钱易银，连年银价日昂。”（王延熙、王树敏编辑《道咸同

光奏议》卷３４，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１１页）但到了光

绪中期，银价又开始逐年缓缓下落。

⑤　从近四十年来的局部战争统计数据发现，战争对金价的影响多

是短暂性的。一般情况下，战争前２０—３０个交易日，金价涨幅

超过１０％，但不会改变中长期走势，战争爆发当日，金价涨幅最

大，甚至超过５％，而战争爆发９０个交易日后，金价走势趋于理

性。对比近四十年来九次较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后金价的表现，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战争的突然性、规模、大国参与程度以及

对原油供应的影响程度决定着金价的上涨幅度。第二，战争在

爆发前后的一两个月内对金价的影响最大，战争爆发约９０个交

易日后，影响逐渐减弱。我们把战争爆发前９０个交易日的金价

作为基准价格，计算直到战争爆发９０个交易日后金价的涨幅，

发现在此期间，金价累计涨幅保持在正负１０％以内，且金价高

峰出现在战争爆发前后的一两个月里。通常情况下，战争爆发

后，黄金价格会有一个冲高的过程，随后逐渐回落。

⑥　关于其他原因，参见王宏斌《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问题》，

《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６期。

参考文献：
［１］　清太宗实录［Ｍ］．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印中心，２００３．
［２］　四库全书（第３４１册，史部９９，编年类）［Ｍ］．台北：商务印书馆

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
［３］　巡视南城御史王文璇奏为钱价日昂兵食不敷请增发兵饷钱文

事（乾隆二年闰九月初一日，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０１－

００１８－０５８）［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４］　清高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５］　工部尚书裘曰修奏为直隶河工需钱文甚多请饬下所司凡办公

各员许交银领买钱文出城事（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朱批

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０５－００４９－０３０）［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６］　李文海等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７］　兼管顺天府府尹张若汀呈京城大兴、宛平二县嘉庆三年六月

份粮价钱价单（嘉庆三年六月三十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

１９０２－０７８）［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８］　清仁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９］　河南巡抚马慧裕奏为查明工次现在钱价并酌定料物土方价值

事（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０５－

００９４－０２８）［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１０］　汴梁水灾纪略［Ｍ］．河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署名痛定居士．
［１１］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林则徐集［Ｍ］．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６５．
［１２］　清文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１３］　两江总督陆建瀛奏为兴举大工银价骤落钱价骤长请印票代

钱事（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五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４４６３

－０１６）［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１４］　詹事府右庶子宝廷奏为银价骤坠旗民商贾皆困请恩赐借局

钱放给旗兵饷事（光绪四年六月初八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

－６０７０－１０４）［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１５］　清圣祖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１６］　叶梦珠．阅世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１７］　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１８］　陕西巡抚陈弘谋奏报开炉试铸钱文以平钱价事（乾隆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３５－１２３９－０１８）

［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１９］　陕西巡抚陈弘谋奏报陕省钱价渐平事（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

五日，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３５－１２４０－００８）［Ｚ］．国家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
［２０］　陕甘总督刘统勋奏请拨省局钱文解赴甘肃平钱价事（乾隆十

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０７７２－０３７）［Ｚ］．国

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２１］　署理甘肃按察使明德奏为兰、凉、甘、肃一带钱价昂贵请敕湖

北督抚陆续拨钱万串转送泾州事（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

日，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２３３－００９）［Ｚ］．国家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
［２２］　护理陕西巡抚马慧裕呈陕西省嘉庆四年二月份各属钱价粮

价单（嘉庆四年，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２５－０３４４－００９）

［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２３］　兵科掌印给事中汪镛奏请酌平钱价以裕兵民事（嘉庆十一年

四月二十五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１８５５－０２３）［Ｚ］．国家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
［２４］　常格奏为喀喇沙尔库贮普尔钱日渐积余请准筹酌变通抵放

兵丁盐菜以平市价事（道光七年七月初六日，录副奏折，档

号：０３－９４９７－０３０）［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２５］　清宣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２６］　皇清诰授通议大夫加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周凯墓志铭［Ａ］，

厦门志（附载《芸皋先生自编年谱》）［Ｍ］．道光十三年．
［２７］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１９５５．
［２８］　工科掌印给事中汪元方奏为银贵钱贱农民课税不堪重赋请

酌变银价事（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

９５０７－０６０）［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２９］　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为钱贱银贵请暂停鼓铸钱文并发换钱

本存银事（道光二十年五月初四日，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

－３５－１３６６－０４６）［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３０］　曾文正公全集［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
［３１］　兵部尚书兼理顺天府尹事务徐会沣、顺天府尹陈夔龙呈京城

·３１·



正月份钱粮价值单（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录副奏折，档

号：０３－９５３６－０３１）［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３２］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

料（第１辑）［Ｍ］．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３３］　（英）Ｊａｃｏｂ，Ｗ．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Ｖｏｌ．ＩＩ，ｃｈ．ＸＸＶＩ．
［３４］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５］　苏州织造德毓奏为接征关税一年期满沥陈亏短实情请饬部

核办等事（咸丰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０３－４３７８－

０３２）［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３６］　杭州织造兼管北新关税务庆连奏为关税一年期满征收正余

钱粮有盈无绌事（咸丰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４３８０－０２７）［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３７］　陕西巡抚蒋志章奏为查明潼关商税支绌情形仍请暂行试办

事（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４８８０－

０３６）［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３８］　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崇实奏为查明夔州府知府葛之镛等

短征关税有因请援案豁免事（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录副

奏折，档号：０３－４８７３－０３５）［Ｚ］．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ｂｅｉ　０５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ｓ　ｓｏ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
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ａｂｏ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ｓ　ｉｇ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ａｓ－
ｔｅｒｓ　ｃａｕｓｅ　ａｂｒｕｐｔ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ａ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周祖谦］

·４１·


